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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边界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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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致力于弄清三个方面的问题: ( 1) 通过梳理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偏好

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理性的边界，揭示主流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 2) 通过考察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条件，提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逆否命题，探索摆脱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

途径和社会福利函数存在的条件。( 3) 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指出个体主义方法论在分析

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时遭遇的困

难，进而提出用整体主义方法论解决此类问题的思路。本文认为，制度和规则是社会的灵魂，

在规则的语境下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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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众所周知，个体主义方法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基石，在现代经济分析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也起

着重要的作用，而个体主义方法的成功运用依赖于理性经济人假设。
理性是个体对选择方案排序关系的逻辑表达，但当经济学把个体主义方法论向外扩展其应用范围

时，难免把家庭、企业、政府这样的整体单位当作个体来研究，从而遇到家庭、企业、政府的构成和决策问

题，于是就提出了集体理性的命题以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的命题。关于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

的关系，古典经济学和新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

手”的作用下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一致的。正如斯密所言:“每个人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他所追

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而且，在这样做时正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促

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

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大得多。”然而，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表明，在个体理性

和集体理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关系来说，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

为捍卫自己的地位和信条，不得不把经济人的决策当作理性的，倡导用理性的思维思考微观和宏观经济

现象，试图找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另一方面，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集体理性不可能从个体

理性推导出来。如果微观个体是理性的，那宏观整体则是非理性的; 若宏观总体是理性的，则微观个体

未必是理性的。以个人理性为前提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徒劳的。这一结论是对现存的新古典

宏观经济学体系的重大打击。主流经济学对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人目标函数是用期望效用表示的。根

据最新的研究，能够用期望理论表示的随机现象都与概率有关，而概率分布的存在性依赖于随机试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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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可重复性。根据大数定律，在一定条件下概率风险可以通过无限可重复的试验而完全回避掉。然

而在现实中，决策成本、流动性约束、时间的不可逆性和其他客观条件的变化可能使得实验无法重复进

行下去，结果就会产生决策者对不确定性产生恐惧感以及决策偏离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的现象。

数学方法的局限性决定了理性的边界，也决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如果把所有的经济问

题看成一个全集，新古典经济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集，这个子集决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

研究范围。理性的局限为非理性、有限理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经济学留下了发展空间。

本文其余部分是这样安排的: 先通过理性的边界与理性偏好的表达，分析期望效用理论产生的悖

论，说明期望效用理论面临的现实挑战; 再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逆否命题出发，分析集体理性命题对

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挑战，讨论社会福利函数存在的可能性和形式; 接着分析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缺陷，从

法律、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的角度提出个体偏好与制度和规则的关系，提出用整体主义方法研究集体、

社会福利、宏观经济、制度和规则等问题的思路; 最后是对本文的总结性评论。

二、信息不完全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

( 一) 偏好的概念与表达

理性的概念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甚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经常使用，但在各个学科的

定义中有所不同，要给理性概念下一个适用于以上各学科或各领域的一般定义是很难的。本文所指的

理性当然是经济学语境下的理性，是指一个自利的人根据资源约束尽最大能力最优化自己目标的行为。

经济学的理性可以用满足一定条件的偏好来表示。偏好是决策者对几个不同方案的喜好程度。能够按

照完全性和传递性的标准将各种方案有序排列起来的偏好叫作理性偏好。［1］理性偏好反映了个体区分

和评价各种方案的能力。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偏好的稳定性假设，并把偏好

的稳定性、选择的最优化和市场均衡性假设并称为现代经济分析的基石。［2］但是，长期以来关于偏好的

表达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边沁、［3］艾奇沃斯、［4］马歇尔［5］和庇古［6］等旧福利主义经济学家认为

偏好是基数可测的，适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基数效用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支配。社会追求的目标是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社会福利是所有社会成员效用的加总。［3］如果把“最大多数”理解为所有的

人，则所有人的效用之和的最大化就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由于效用的度量缺乏客观标准，现实中并不存在效用测量仪，在历史上功利主义的基数效用论遭到

了不少批评。奈特［7］认为效用纯粹是相对的概念。罗宾斯［8］认为，幸福是个人内在的心理感受，一个

人的心理感受对另一个人来说在许多时候都是不可知的，效用在人际间的可比性没有科学基础。奈特

和罗宾斯都认为效用不是基数可测的，其至多是序数可测的，不能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也不受边际

效用递减规律的支配。

然而，不同的人对序数效用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如有观点认为序数是用来表达先后顺序的，不能

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厉以宁和秦宛顺［9］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中采用了这一解释: “既然效用

是指个人的偏好，个人偏好是心理活动，无法计量，所以只有根据偏好程度排列为第一，第二，第三……

而不能用基数 1，2，3，…，n 来表示。或者说，能够判断的只是某人对 A 的偏好超过对 B 的偏好，对 B 的

偏好又超过对 C 的偏好，而不能判断 A 的效用为 B 的若干倍，或 C 的效用是 B 的若干分之一。”笔者认

为，自然数集{ 1，2，3，…，n，…} 与{ 第一，第二，第三，…，第 n，…} 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自然数集也可

以表示事物的先后顺序。实变函数论中有一个命题: 全体实数是不可数集合，不能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

排列起来。对序数的这种解释将引出一个致命的结论，即如果偏好是序数的，则效用函数是非连续的，

那么建立在连续函数基础上的微积分工具在经济学中将无用武之地。序数效用的另一种解释是通过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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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公理体系界定的，它反映了理性经济人所具备的对不同方案进行“好坏”比较进而获得最优方案的

能力。

在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论中，序数效用论者的第二种解释曾一度居于上风，并最终产生了偏好的公理

体系。偏好公理体系包括 6 个公理，即反身性、完全性、传递性、连续性、非餍足性和凸性，［10］前 3 个公

理是最基本的。它们容易使人联想起人类对自然数运算规律的认识。自然数的大小比较是数与数之间

最基本的运算关系，也具有完全性和传递性。偏好的完全性和传递性是对理性经济人能力的基本要求，

连续性公理保证偏好不会发生突变。理论上讲，只要前 4 个公理成立，偏好关系就可以用效用函数来表

示。［11］非餍足性反映了“越多越好”的欲望，似乎没有理由否认，但一些文献并不接受这个假设。例如，

Hall ［12］用了具有极乐点的二次效用函数。凸性假设与最优化的二阶条件有关，凸性能够使最优化的二

阶条件成立，确保最优解位于可行集的内部。然而，凸性并非最优化的必要条件，它更像是一个纯粹的

技术性假设。

在经济学科学化的道路上，基数效用的应用更加广泛，经济学的很多领域(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

学) 都离不开基数效用，边际效用递减的效用函数被广泛运用。基数效用反映偏好强度，与微分、导数、

最优化的充分条件等概念密切相关。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虽然研究个别问题( 如投票选举) 用序

数偏好已经足够，但多数问题仍离不开基数效用，否则，现代经济学的大厦就倒了。［13］

( 二) 确定性条件下的偏好

序数效用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效用函数是非唯一的，单调变换不改变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假设

一个消费者关于消费品 x 和 y 的效用函数为 U( x，y) ，两种商品的价格分别为 p 和 q，消费者面临的约束

为 xp + yq = C，其中 C 是消费支出，则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表示为:

MaxU( x，y) ( 1)

xp + yq = C ( 2)

该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U( x，y)
x

= λp ( 3)

U( x，y)
y

= λq ( 4)

xp + yq = C ( 5)

由式( 3) 和式( 4) 得:

U( x，y)
x

/U( x，y)
y

= p /q ( 6)

如果最优解存在，则解式( 5) 和式( 6) 的联立方程可得最优解为:

x* = x* ( C，p，q) ( 7)

y* = y* ( C，p，q) ( 8)

如果对效用函数 U( x，y) 进行单调变换 Φ 使之变成 Φ［U( x，y) ］，则一阶条件( 3) 、( 4) 式就变为下式:

Φ
U
U( x，y)
x

= λp ( 9)

Φ
U
U( x，y)
y

= λq ( 10)

由式( 9) 和式( 10) 也可得式( 6 ) ，最优解仍然是式( 7 ) 和式( 8 ) 。因而，最优解不受单调变换的影

响。但问题是，一阶条件无法确保最优解的存在性，最优解的性质依赖二阶导数，而二阶导数涉及偏好

强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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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的是确定性条件下的静态最优选择问题。动态最大化问题可分两个步骤进行求解: 一是

在价格给定条件下求即时间接效用函数，二是对整个生命周期内资源进行跨期最优化配置。跨期效用

是即时效用的贴现值，对即时效用函数进行单调变换必然影响跨期最优解。因此，序数效用的观点不能

推广到动态问题。同理，序数效用的观点也不能用于不确定性的情况。

序数效用论关于效用函数非唯一性的观点与行为经济学存在冲突。前景理论告诉我们，偏好是参

照点和框架依赖的，而一个效用函数在经过单调变换后，其参照点将发生变化，代表的风险态度也发生

变化，所以新的效用函数将代表不同的偏好。例如，在 x ＞ 0 时，U( x) = x 经过单调变换后变成 U( x) =

x
1
2 ，但二者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偏好态度，前者是风险中性的，后者是风险回避的。效用函数 U＇( x，

y) = x
3
2 y

3
2 是 U( x，y) = x

1
2 y

1
2 经过单调变换 U＇ = U3 后得到的，一个是边际效用递增的，另一个是边际效

用递减的。

由此看来，基数效用论的观点是极其重要的，效用函数的形式反映偏好的强度，在动态、不确定条件

下的最优化分析中，除非特别情况，否则不能对效用函数进行任意的单调变换。
( 三) 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偏好

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经济人的行为后果是不确定的。如果行为的每个后果对应的概率是确定的，

则行为后果可以用一个概率分布来表示。对行为的可能后果按概率进行加权平均，这就是期望效用的

概念。根据期望效用可以比较两种行为效用的大小，这是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于 1944 年提出的期望效

用比较原则。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理性决策遵循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然而，并非所有的随机现象都能

用概率分布来表示( 参见后面的 Ellsberg 悖论) 。为了区别不同的随机现象，奈特［14］把可以用概率来表

示的随机现象叫作风险，把不能用概率来表示的随机现象叫作不确定性或模糊性。

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行为的结果 X 对应的概率分布 p 不是唯一的，假设这些概率分布 p 构

成一个概率空间 P，则可以在概率空间 P 上定义关于 p 的偏好关系，在 P 上构造效用函数如下: ［15］

V( ξ) = Εp［U( ξ) ］ ( 11)

在风险条件下，设给定随机变量 ξ 的概率分布为 p ，两种行动方案 a1 和 a2对应不同的期望效用( 或

风险) ，则行动方案的选择遵循期望效用( 或者风险) 最大化原则，比较的准则是:

Ep［U( ξ，a1) ］＞ Ep［U( ξ，a2) ］a1 ＞ a2 ( 12)

在不确定条件下，建立 P 上的关于概率 p 的比较规则如下:

Εp1［U( ξ) ］ ＞ Εp2［U( ξ) ］p1 ＞ p2
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提出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建立在“客观概率”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人

们经常用“可能性”或者“概率”来表达对未来事件发生的信心。例如，证券分析师经常用概率的术语对

明天的股票价格走势进行判断，某证券分析师预测某股票价格明天将上涨的概率为 60% 而另一种股票

明天下跌的概率为 70%。然而，这种事件是不可重复的，不能用重复试验的方法验证证券分析师的判

断。人们对此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判断叫作“主观概率”。Savage［16］提出了主观概率的公理体系，并

把效用最大化原则用于主观概率。然而，主观概率的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受到了挑战。

最著名的两个例子就是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 Allais［17］与 Ellsberg［18］设计的。
Allais 对 100 人设计了以下两个赌局: 赌局 A 即得奖 100 万是确定性事件; 赌局 B 即得奖 500 万的

概率为 10%，得奖 100 万的概率为 89%，得奖 0 元的概率为 1%。

从概率的角度看，每个赌局对应一个概率分布。赌局 A 的结果是确定的，若选择赌局 A，可获得

100 万奖金。赌局 B 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但其奖金的期望值( 139 万) 大于赌局 A( 100 万) 。当被调查者

被要求对两种前景进行选择的时候，大多数人选择赌局 A。按照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可以认为赌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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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效用大于赌局 B 的期望效用( 用 U 表示效用) ，即:

U( 100) ＞ 0． 1 × U( 500) + 0． 89 × U( 100) + 0． 01 × U( 0) ( 13)

然后，Allais 又设计了一个新的赌局对这些人继续进行测试。赌局 C 即 11%的机会得到 100 万元，

89%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赌局 D 即 10%的机会得到 500 万元，90%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实验结果表明: 当问被调查者选择赌局 C 还是选择赌局 D 时，绝大多数人选择 D 而非 C。赌局 C

的期望效用小于赌局 D 的期望效用，即:

0． 89 × U( 0) + 0． 11 × U( 100) ＜ 0． 9 × U( 0) + 0． 1 × U( 500) ( 14)

由式( 14) 得:

U( 100) ＜ 0． 1 × U( 500) + 0． 89 × U( 100) + 0． 01 × U( 0) ( 15)

显然，式( 13) 与式( 15) 相矛盾。Allais 由此断定，现实人的决策不遵循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

Allais 的实验揭示了实验的无限可重复性和现实选择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如果赌局可

以无限重复进行下去，根据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选择赌局 B 的人是理性的，而且是最终的胜利

者，选择赌局 A 的人是最终的失败者。但是，Allais 的实验并没有指明赌局是否无限可重复，实验没有

明示这一点。如果赌局不能无限可重复，则参与者不能用大数定律和期望效用原则回避全部风险。不

同的参与者在回答之前不得不附加某些主观假设。在实践中，赌局参与者可能面临选择次数的限制，也

可能受到流动性的限制，致使游戏无法无限重复进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是无法完全回避掉的，

选择 A 可能是理性的。总之，游戏参与者的选择与游戏是否能够无限进行下去、风险是否能够通过大

量重复实验回避掉有很大关系。另外，Alias 的实验也说明现实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
Ellsberg 设计的赌局是这样的: 假设有两个盒子，其中一个盒子装了 50 个白球和 50 个黑球，在随机

抽样中黑球和白球出现的概率都是 50%，称为风险盒子( 记为 Ｒ) ; 另一个盒子也装有白球和黑球，总数

也是 100 个，但不清楚白球和黑球的具体数目，称为不确定盒子( 记为 A) 。现在假设被实验者面对两种

选择，从风险盒子里任取一球和从不确定性盒子里任意抽取一球，如果抽到白球得 100 万元，如果抽到

黑球得 0 元。那么被访者愿意从 Ｒ 中抽取一球还是从 A 中抽取一球呢? 实验结果是，大部分人选择从

Ｒ 中抽取一球。

假设 pＲ ( 1) 表示从风险盒子抽到白球的概率，pＲ ( 0) 表示从风险盒子抽到黑球的概率，显然 pＲ ( 0)

= pＲ ( 1) = 0． 5。由于不确定盒子 A 中的白球和黑球数目不详，无法断定球的概率分布，所以，我们视被

调查者依据主观概率进行判断。设 pA ( 1) 表示从不确定盒子抽到白球的主观概率，pA ( 0 ) 表示从不确

定盒子抽到黑球的主观概率。按照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对于选择从 Ｒ 中抽取一球的人来说，意味着 Ｒ

的期望效用大于 A 的期望效用，即:

U( 100) × pA ( 1) + U( 0) × pA ( 0) ＜ U( 100) × pＲ ( 1) + U( 0) × pＲ ( 0) ( 16)

如果将上面的问题换成任选一个盒子抽球，抽到黑球得 100 万，抽到白球得 0，由于问题的对称性，

大部分人仍然选择从 Ｒ 中抓球。按照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这意味着:

U( 100) × pA( 0) +U( 0) × pA( 1) ＜U( 100) × pＲ( 0) +U( 0) × pＲ( 1) ( 17)

综合式( 16) 和式( 17) 可得:

pA ( 0) + pA ( 1) ＜ 1 ( 18)

式( 18) 表明从不确定性盒子中抽到白球和黑球的概率之和不等于 1，这违反了概率可加性公理。

这一矛盾被称为 Ellsberg 悖论。

Ellsberg 悖论说明，主观概率不满足概率的公理化定义，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不能用于概率分布不

确定的现象。在决策中遇到不确定性时，一个人即便有足够的计算能力也可能因缺乏信息而无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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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概率。当面对这种情况时，人们会产生对不确定现象的恐惧感，为回避不确定性，往往过多地考虑

最不利的情况出现时所产生的后果。

在 Ellsberg 的例子中，从不确定性盒子中抽到白球和黑球的概率是不确定的，但白球和黑球可能的概

率分布是已知的。在不确定性盒子中，白球的数目存在 101 种可能，对应 101 种概率分布。如果 ξ 表示白

球的数目，则 ξ 的可能取值是 ξ = ( 0，1，2，3，…，100) 。白球的可能概率是 p = ( 0，0． 01，0． 02，0. 03，…，

1) 。至于 ξ 具体服从哪一个分布，参与者可能全然不知。一种自然的假设就是白球数目为 0，1，2，3，…，

100 的可能性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性盒子等价于风险盒子，在风险盒子取球和在不确定性盒子中

取球是无差别的，取到白球的概率都是 pＲ ( 1) = 1
n Σ 100

ξ =0
ξ
n = 1

2 。如果参与者是不确定性的极端厌恶者，

他可能极度担心黑球个数为 100 的情况，赋予白球数为 0 的概率为 1，pＲ( 1) =0。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是

在风险盒子中取球。如果参与者是极端不确定性的喜好者，他可能不在乎白球个数是 0 的情况，赋予白球

数为 100 的概率为 1，pＲ( 1) =1。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是在不确定性盒子中取球。

模糊性和模糊的态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设想在上述例子中，我们不知道盒子里有几个球，则

白球的个数从 0 到无穷大都有可能，模糊性进一步加大。可见，模糊性程度与信息有关，它是客观的。

对模糊性的态度是主观的，有的人厌恶不确定性，有的人喜好不确定性。Gilboa 和 Schmeidler［19］认为，

对不确定性的厌恶可用定义在 Anscombe － Aumann ( AA) ［20］行为集合上的多先验概率偏好模型( multi-

ple priors preferences or MP) 来表示，不确定性厌恶者的目标函数用定义在闭凸子集 C∈△上的最小期

望效用来表示，即:

V( ξ) = infp∈cξdp = infp∈cEp［ξ］ ( 19)

MP 模型仅考虑了对模糊的极端厌恶态度，不能区分对模糊程度和模糊厌恶的强度。对此，Kli-

banoff 等人［21］提出了一个定义在 Anscombe － Aumann ( AA) 行动集合上的平滑模糊效用偏好 ( smooth
ambiguity utility preferences，or SAU) ，其表达式是:

V( ξ) =Φ (－1 △Φ( ξdp) dμ( p )) =Φ (－1 Eμ［Φ( Ep［ξ )］) ］ ( 20)

式( 20) 中的 μ 是定义在测度空间△上的二阶先验概率测度。平滑模糊期望效用偏好区分了模糊

性和模糊厌恶态度，MP 模型是平滑模糊模型的极限情况。［22］

Maccheroni 等人［23］通过引入与概率有关的风险或成本将 MP 模型扩展为变分偏好( variational pref-

erences or VP) ，其表达式是:

V( ξ) = infp∈△［ξdp + c( p) ］ ( 21)

其中，c( p) 是定义在△上的紧凸函数，也是代表随机现象模糊程度的指标。显然，VP 模型是 MP

模型的推广，MP 模型是 VP 模型的特例。［23］

乘数偏好 ( Multiplier Preferences) 是经济学文献中常见的重要模型，是变分偏好的特例。这个模型

是安德森等人［24］于 2003 年提出的，Strzalecki ［25］对其进行了公理化研究。该模型假设存在一个基准概

率分布 q，成本函数 c( p) 表示自然状态 p 对基准状态的偏离程度，偏离程度越大则成本越大。作为特

例，如果把成本函数定义为相对熵的线性函数 c( p) = θＲ( p q) ，其中 θ ＞ 0，则乘数效用模型表示为:

V( ξ) = infp∈△［ξdp + θＲ( p q) ］ ( 22)

Markowitz［26］和 Tobin［27］的均值—方差偏好是变分偏好的另一特例，可表示为:

V( ξ) [= ξdp － 1
2θ
Var( ξ ]) ( 23)

在 V( ξ) 的单调区域内，均值—方差偏好可表示为乘数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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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ξ) [= ξdp － 1
2θ
Var( ξ ]) = infp∈△［ξdp + θG( p q) ］ ( 24)

其中，G( p q) :△→( 0，∞ ) 对基尼集中指数。

不确定条件下的动态模型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Peng［28］［29］利用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定义

了 g － 期望，并提出了次线和非线性期望的概念。次线性期望的概念定义在随机变量空间上的满足单

调性、保常性、次可加性和正齐次性的泛函。Peng 和 Artzner 等人［30］证明，次线性期望可表示为一组线

性期望的最大值或上确界:

V［ξ］= supp∈cξdp = supp∈cEp［ξ］ ( 25)

次线性期望理论是期望效用理论的进一步推广，期望效用理论是次线性期望效用理论的特殊情况。

次线性期望在金融、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应用。例如，Chen 和 Epstein［31］建立了一个

不确定条件下的资产定价模型，对资产溢价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赵志君［32］把次线性期望用于社会福

利函数的研究，获得了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表达式。

式( 19) 和式( 25) 的最小和最大期望都是非线性期望，反映了对不确定性的两种极端态度。这一结

果表明，在不确定条件下，不存在唯一的最优解，最小和最大期望规定了理性选择的范围，两者对应的均

衡解构成了一个区间，可视为可接受或者满意的区间。这一结论接近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

三、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挑战

设 x 是社会状态的集合，Ui ( x) 和 Ｒi ( x) 分别表示状态 x 的效用函数和偏好排序关系。基于偏好排

序的框架把社会福利函数 Ｒ = F( Ｒ1，Ｒ2，…，Ｒn ) 看成一组个体偏好排序 Ｒi 上的映射。阿罗［33］认为，社

会福利函数 Ｒ = F( Ｒ1，Ｒ2，…Ｒn ) 应该满足以下 4 个条件( 公理) 。

条件 1: 无限制的定义域。任何一组个人偏好排序关系的组合产生一个社会偏好排序关系。社会

福利函数 Ｒ = F( Ｒ1，Ｒ2，…，Ｒn ) 对任意偏好关系的组合( Ｒ1，Ｒ2，…，Ｒn ) 都有意义。

条件 2: 弱帕累托原则。对 X 中的任何两个选择方案 x 和 y，如果对所有的人 i 都认为 x 优于 y，Ｒi

( x) ＞ Ｒi ( y) ，则社会认为 x 优于 y，Ｒ( x) ＞ Ｒ( y) 。

条件 3: 无关选择的独立性。设 Ｒ = F( Ｒ1，Ｒ2，…，Ｒn ) ，Ｒ = F( Ｒ1，Ｒ2，…，Ｒn ) ，x 和 y 是 X 中的任意

两个选择方案。如果每个人在 Ｒi 下对 x 和 y 的排序与在 Ｒi 下对 x 和 y 的排序相同，则社会在 Ｒ = F

( Ｒ1，Ｒ2，…，Ｒn ) 和 Ｒ = F( Ｒ1，Ｒ2，…，Ｒn ) 下对 x 和 y 的排序也相同，与 x 和 y 以外的状态无关。

条件 4: 非独裁性。社会福利函数是非独裁的。不存在这样的人 i，对任意的 x，y∈X，Ｒi ( x) ＞ Ｒi ( y)

意味着 Ｒ( x) ＞ Ｒ( y) ，即任意的社会偏好不能由一个人的偏好决定，而不管其他人的偏好 Ｒj ( j≠i) 是什

么。换句话说，社会福利函数至少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的偏好决定。

然而，阿罗证明，上述条件是矛盾的，即同时满足所有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所

谓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意味着群体行为、集体行为无法在理性的假设下得到解释。例如，政府的偏好具

有随机性。政府是由个体组成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最高领导人的偏好起主导作用。政府的偏好随着

最高领导人及其组织的更替而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讲，社会福利函数随着最高领导人及其组织的更

替而发生变化。如果政府代表最贫穷的社会阶层，最贫困阶层的福利代表社会福利，则政府的目标就是

穷人福利的最大化，对应的社会福利函数就是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 如果政府代表最富有的社会阶层，

精英阶层的福利代表社会福利，则其目标就是精英者福利的最大化，对应的社会福利函数就是精英者社

会福利函数。如果政府注重社会的和谐，就要在精英者和贫困阶层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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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偏好具有动态演化特征。社会决策是在政府和社会大众不断互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

和完善的。社会决策过程可分为以下阶段: 选举阶段、政策形成和实施阶段、政策调整阶段。从政府的

产生方式看，有民主方式、专制方式，也有暴力方式。在民主程序下，选民选举投票是由选民的个人偏好

和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发展规划、候选人的工作经历、个人魅力等因素决定的。选举表面上看是选择候

选人，实际上是选择社会偏好和社会福利函数的过程。领导人一旦产生，就进入了政策制定与实施阶

段。在政策制定与实施阶段领导人暂且摆脱了选票的约束，对选民来说此时政府的政策都是强加的。

当然，政策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并应接受公众的监督。由于政策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条件下制定的，因而

政策后果可能偏离选民的期待，公众将提出反馈意见，政府可能被迫进行适当调整，在极端情况下公众

舆论可导致政府的垮台。因此，在第三阶段政府需要合理回应公众的意见，适当调整政策以适应社会环

境的变化。

由于主流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的代表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就不可

能在异质经济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因为一个代表性的理性经济人是无法从异质的微观主体的理性行

为得到解释的。有人试图通过引进基数效用和人际间的可比性避免不可能性。遗憾的是，Ｒothen-

berg［34］证明此举于事无补，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结论在 Bergson［35］的框架下也成立。［36］［37］

如果坚持阿罗的分析框架，我们就必须找到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不合理成分，通过修正阿罗不可能

性定理的条件来探讨集体理性。事实上，阿罗定理的条件反映了一种极端自由主义思潮，其并不具有普

遍性。

首先，无限制的定义域假设太强。无限制定义域意味着社会福利函数的定义域包括所有逻辑可能

的个体偏好组合。无限制定义域虽然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精神，但无视人类行为的社会性以及环境、

法律、道德和伦理对个人偏好的约束。该假设过分强调个人自由，个体选择可以不遵循任何规则，放大

了偏好的人际差异。事实上，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受文化、社会契约、风俗、法律、制度的制约，人

类作为“进化的动物”经过长期演化会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相似的偏好，在一定范围内人与人之

间容易达成共识，形成一致的社会偏好。由于无视这些现实情况，无限制的定义域假设适用范围受到很

大的局限性，很多社会问题无法套用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条件，从而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

其次，无关选择的独立性条件的合理性令人怀疑。举例来说，假设一个人在外吃饭时喜欢吃鱼甚于

吃肉，虽然饭馆提供了虾，则不管这个人是否选择吃虾，他仍然喜欢吃鱼甚于吃肉。这就是无关选择的

独立性。然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在他选择了吃虾之后，他认为虾和鱼比较接近，从营养全面的角度考

虑，他对鱼和肉的偏好排序改变了，变成了喜欢吃肉甚于吃鱼。这就违背了无关选择的独立性。再举一

例，假如在一次选举中有 100 个投票者，当只考虑 x 和 y 两个候选人时，假设每个人都认为 x 优于 y，x

的得票数是 100，所以对 x 和 y 的社会偏好排序是 x ＞ y。如果随后 z 加入到竞争中，原来支持 x 的选票

很可能分流到 z，结果有可能 x、y 和 z 得票变成了 30∶ 49∶ 21，对 x、y、z 的社会排序是 y ＞ x ＞ z 。这说明

z 的加入不仅改变了个体对 x 和 y 的偏好排序，而且改变了社会选择，违反了无关选择的独立性假设。

因此，无关选择的独立性并非不可置疑。

最后，非独裁性假设也有疑问。阿玛提亚森认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只能解释选举类问题。民主选

举并非产生政府的唯一制度，很多社会偏好不是通过民主选举而是通过其他途径产生的。例如，社会偏

好可以通过战争决定，战争规则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通过战争征服对手，迫使对手接受己方条

件。社会偏好也可以由市场竞争规则产生，通过竞争和博弈达成均衡和妥协，达到每个社会成员都满意

的状态。社会偏好产生的规则还包括世袭制。在民主集中制下，不同选票的权重是不同的，部门一把手

的选票分量最大。可见，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逻辑虽然无懈可击，但它能够回答的现实问题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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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线索存在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逆否命题之中。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逆

否命题可用以下 3 个命题来表述。

命题 1: 如果阿罗定理的条件 1 ～ 3 成立，则社会福利函数必定是独裁的。这一论断也被称为社会

福利函数和社会选择的可能性定理。

命题 2: 如果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条件 2 ～ 4 成立，则社会福利函数的定义域是受限的。

命题 3: 如果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条件 1、2、4 成立，且社会福利函数存在，则无关选择不可能是独

立的。

根据命题 1，社会福利函数可以是独裁的。命题 2 表明在某种限制条件下社会福利函数是可以存

在的。命题 3 表明在某种条件下，如果社会福利函数存在，则无关选择不可能是独立的，人与人之间的

选择必然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相互影响。

根据命题 2，在社会福利函数定义域受限制的条件下，可以产生非独裁性的社会福利函数。换句话

说，在对个人偏好施加一定的限制后，社会福利函数是有可能存在的。笔者认为，对个体偏好既不能毫

无限制，也不能限制得过于严格。因为对个体偏好毫无限制，则社会福利函数不存在; 如果将个体偏好

限制得过严，那么自由空间和差异性就没有了，这就是独裁。可见，对定义域施加何种限制才能既保证

偏好的自由又保证社会福利函数的存在，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篇幅的限制，

关于约束偏好与社会福利函数的关系，在此不展开讨论。

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假设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偏好。这回避了个体异质偏好的加总和集体偏好的生

成问题。主流宏观经济学就是通过同质性假设和代表性经济人假设回避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困扰，使

宏观经济学变成了一个代表经济人的“微观经济学”。当然，这个假设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亚当·斯

密“无偏观察者”的思想对个人偏好的同质性假设提供了理论支持。豪尔绍尼［38］对斯密的这一思想进

一步发挥，提出了“先天偏好”的概念，假设人类先天是无差异的，一群先天相同的人在充分知情的情况

下为包括自身的社会成员判断社会状态。杨小凯［39］也使用了“先天偏好”的概念。汪丁丁［40］对“先天

偏好”的诠释是，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在出生之前就来决定一个公平的收入分配方案，这个公平的规则

就应当不考虑后天的差异。也许后天的时候，他非常羡慕克林顿和李嘉诚的社会地位，但先天的时候他

是不知道的，也许他就生在李嘉诚家，也许他只是一个流落街头的乞丐。所以，在先天时，有多少种人

生，就有多少种实现这种人生的可能性。于是，按照冯诺依曼的预期效用函数理论，应同意这样一种社

会选择规则，它能够极大化个人预期的人生总效用。考虑到某些人生状况出现的可能性大，另一些状况

出现的可能性小，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形式是:

W = Σ n
i = 1piUi ( xi ) ( 26)

“先天偏好”的概念是唯心主义的，回到后天中来，我们会发现个体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对信息基

础有很高的要求。对社会状态的完全排序只能在与社会福利状态有关的所有信息可得的情况下才能完

成。伯格森—萨缪尔森的框架要求无偏观察者知道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收入、偏好、效用函数、效用单位

及其相互关系。然而，根据 Ｒobbins［8］的观点，一个人的偏好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豪尔绍尼理论的问题

恰恰在于其先天“充分知情”的假设。豪尔绍尼社会福利函数的一个特例是假设所有人的 Ui 是相同

的，人与人之间只存在收入和财富的差异，社会福利函数就变成下式:

W = Σ n
i = 1piU( xi ) ( 27)

根据命题 3，假设无关选择是非独立的，即一个选择方案可以影响另外选择方案排序，也可能产生

社会理性偏好。考虑只有 3 种选择方案 a、b、c，允许 c 影响 a、b 排序的情况，意味着 c 至少与 a、b 之一

相关，这样这 3 种方案中最多 2 种是独立的。不过，在 2 种选择方案的情况下，就不会产生偏好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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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这启发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去掉偏好的传递性条件，社会福利函数是可以存在的，但传递

性的破坏意味着非理性，这不是传统的理论框架所讨论的问题。

四、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创新

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个人是唯一的具有独立价值和目标的实体，集体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目标，集

体价值从属于个人价值，集体价值是个人价值的函数，社会偏好是个人偏好的函数，宏观经济学必须从

个人理性那里找到微观基础。

不可否认，个体主义方法是研究市场、竞争、均衡等问题的有效方法，在研究博弈、合作、契约问题时

也是强有力的。但是，个人福利最大化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古典经济学信条受到了囚徒困境和阿罗

不可能性定理的挑战，人们有理由怀疑个体主义方法论对宏观经济问题、社会福利问题以及民主选举等

问题研究的适用性。

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另一个问题发生在其价值要素的多元性和价值目标的唯一性。主流经济学认为

效用是个人追求的唯一目标，而社会状态是多元因素决定的，两者的关系可归结为一种函数关系，把社

会状态的多元比较压缩成函数值的一元比较。其实，社会状态犹如一个多面体，它是多个平面在空间上

的有机组合，而不是在平面上的简单拼凑。不同的人对社会状态的评价标准( 价值) 或者福利函数( 效

用函数) 不是唯一的，它们之间可能根本不存在可比性。同一个人也未必都会对社会状态进行理性评

价，甚至有人对此类评价根本不感兴趣。因此，一个社会函数只能反映社会状态的一个侧面，从片面的

信息得出的结论，犹如盲人摸象，难免以偏概全、谬误百出。

因此，个体主义方法论不适于社会福利评价，任何社会福利函数都是社会福利状态的片面反映。研

究社会福利问题应该引进多元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是由具有一定价值共识的、又有

不同能力和功能的个体互动构成的有机体。社会是历史生成并不断成长的客观存在，个体虽是社会的

基本构成单位，但社会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或者至少是与个体共生的，且社会整体对个体的生存和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这一方法论纲领包括以

下方面: 一是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 二是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和功能; 三是个

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

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 或作用) 演绎而来。

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特点是认为理性是行为准则，个人利益优先，主张自由化，

反对政府干预和制度约束。个体主义方法论把制度看成外生变量，无法解释制度的存在和演化。整体

主义方法论则相反。整体主义认为，为了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整体必须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

价值需要制度、规则来维持，所以制度和规则是社会的灵魂。如果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联系起

来，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逻辑: 个人偏好内生于制度和规则，制度和规则内生于整体利益，整体利益内生

于个人利益，从而形成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相互作用、制度和规则动态演化的机制。从本质上说，新

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不是对立的，而是分析不同类型问题的两种互为补充的学说。

五、一个总结性评论

主流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在个体理性、竞争、博弈、市场均衡等微观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在研究动态问题、不确定性问题、社会福利问题时遇到了重大挑战。本文的分析表明，迄今为止期望

效用理论只能将与概率有关的偏好表达出来，概率不存在或者不确定的随机现象没有唯一的期望效用

表示，所以能够用概率表示的现实问题是极其有限的。尽管理论研究者经常抱怨数理模型的复杂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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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但数学模型只能表示最简单一类的问题，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非常有限的。通过对阿

罗不可能性定理的 4 个条件的合理性进行剖析，本文提出了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 3 个逆否命题，指出了

获得社会福利函数的途径。根据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本文提出了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

法论的结合问题，并提出制度和规则是社会的灵魂以及个体偏好与制度规则相互作用和演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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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 of Ｒ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s of Individualism Methodology

ZHAO Zhijun1，2

(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2．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Urumqi 83001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of rational preference according to recent progress

made in decision model under certainty，risk and uncertainty conditions，points out the boundary of r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By analyzing conditions of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it puts forward possible solutions to avoid Ar-
row’s impossibility and explores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of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through converse negative proposition of Arrow＇
s impossibility theorem． Since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implie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llective，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individual utility and social welfare with individualism methodology，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using holism methodology to solve such kind of conflicts． The paper holds that institution and rules
are the soul of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les neo －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as no longer been antago-
nistic，but rather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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